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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中国森林碳汇密度重心演变轨迹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图 ５　 中国林业数字化投入水平重心演变轨迹

Ｆｉｇ．５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ｄ ｉｎｐｕ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１）从省份层面的主导驱动因素图可知，主导驱动因素在不同阶段内的测度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中，具有强驱动作用的主导因素主要为 ＬＫＳＲ，占比 ３５．４８４％；具有弱驱动作用的主导因素主要

为 ＤＬＳＲ，占比 ３５．４８４％。 在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中，具有强驱动作用的主导因素主要为 ＰＣＤＰ 和 ＰＤＫＲ，占比分别

为 ２９．０３２％和 ２５．８０７％；具有弱驱动作用的主导因素主要为 ＤＬＳＲ，占比 ５１．６１３％。 而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中，强驱

动作用的主导因素主要为 ＬＫＳＲ，占比 ４１．９３５％；弱驱动作用的主导因素主要为 ＤＬＳＲ，占比 ５１．６１３％。
通过比较分析可得，一方面对具有强驱动作用的主导因素从 ＬＫＳＲ 逐渐变成了 ＰＣＤＰ 和 ＰＤＫＲ，最后又演

变回了 ＬＫＳＲ。 这一演变展现了“资本深化⁃数字化转型⁃再资本深化”的螺旋发展模式。 早期中国林业资本是

森林碳汇密度增长的关键因素，而随着资本投入达到一定的效益阈值，数字化转型通过替代传统劳动力等要

素，突破资本阈值，逐渐成为主导驱动因素，但由于林业数字化技术应用水平受限，使得通过资本投入驱动各

要素协同成为了关键，由此资本投入又成为主导的驱动因素。

０６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６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６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中国森林碳汇密度变化率及驱动因素分解结果

Ｆｉｇ．６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另一方面影响中国森林碳汇密度变化率的弱驱动因素则一直以 ＤＬＳＲ 为主。 这说明在研究期间内，森林

碳汇密度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并未与劳动力要素实现高效匹配，并且数字化人才培育和应用能力也有待提高。
（２）从地区间动态演变中看，对东部地区森林碳汇密度具有强驱动作用的主导因素在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后，

由劳均林业投资规模逐渐演变成了数字化的投入结构替代效应，西部地区的主导因素则演变成了潜在碳汇的

数字化生产率。 整体呈现了“东部⁃西部⁃中部”的数字化扩散梯度效应。 具体来看，东部地区因其较高的 ＧＤＰ
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其数字化水平相较于其他地区具有较好的发展优势。 西部地区则因丰富的生态资源和

较多的基础设施缺口，在数字驱动下可以最高效的获得数字化的技术红利；中部地区则因其复杂的劳动力密

集型林业生产活动与工业化进程的交互作用，更多依赖于传统劳动要素的投资依赖。 弱驱动作用的主导因素

从整体上看，三大地区均为劳均林业投资规模，这一点与上述省份的演变趋势相吻合。 西部地区的弱驱动作

用的主导因素从潜在数字化投资比率变为了数字化劳动密集程度也与中国林业数字化投入水平重心向西北

方向转移的结论具有一致性。
２．５　 数字化驱动下中国森林碳汇密度发展的组态路径分析

依据 ＰＤＡ 方法分解的 １１ 个驱动因素，参照森林碳汇发展的各个环节和上述的研究结论，利用熵权

法［３８—３９］将 １１ 个驱动因素重组为 ６ 个前因条件。
２．５．１　 必要性分析

必要性分析的作用是验证单一前因条件是否成为导致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 在进行必要性分析前，需要

进行数据校准。 参照现有研究［４０］，采用直接校准法，将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的完全隶属、完全不隶属和交叉

点分别设为样本描述性统计的 ９５％、５０％和 ５％。 同时，将变量校准后交叉点等于 ０．５ 的值调整为 ０．５０１［４１］。
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１ 所示。

根据表 １ 对高森林碳汇密度变化率和非高森林碳汇密度变化率必要条件的结果分析，６ 个前因条件的一

致性均低于 ０．９，不构成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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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中国各省份及三大地区影响森林碳汇量变化率的主导驱动因素

Ｆｉｇ．７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ｓ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２．５．２　 组态充分条件分析

基于上述必要性条件分析，将 ＰＲＩ 一致性阈值设为 ０．７［４２］，原始一致性阈值设为默认值 ０．８［４３］，案例频数

的值设为 １［４４］。 通过对 ６ 个条件变量进行条件组态分析，由表 ２ 可知，总体解的一致性为 ０．９２６，说明在所有

满足这 ５ 条有效组态的案例中，超过 ９２．６％的结果的实现都是由 ６ 个条件变量综合作用形成，显示出较高的

一致性，形成充分条件。 各驱动路径具体解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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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原始一致性阈值由系统默认的 ０．８ 提高至 ０．９［４５］，结果显示森林碳汇密度高质量发展组态与原模型

一致，满足 ｆｓＱＣＡ 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的条件，证明以下四条路径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 １　 单个前因条件的必要性条件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前因条件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高森林碳汇密度变化率
Ｈｉｇｈ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非高森林碳汇密度变化率
Ｎｏｎ⁃ｈｉｇｈ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一致性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覆盖度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一致性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覆盖度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劳动数字化密集水平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５０６ ０．６８１ ０．５７８ ０．６６０

～劳动数字化密集水平
Ｎｏｎ⁃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７４８ ０．６７６ ０．７２１ ０．５５３

数字化替代转型水平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０．５９９ ０．７８６ ０．６００ ０．６６６

～数字化替代转型水平
Ｎｏｎ⁃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０．７４６ ０．６８７ ０．８０８ ０．６３１

森林病虫鼠害发生遏制水平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ｒｏｄｅｎｔｓ ０．６５８ ０．７４５ ０．６１３ ０．６２９

～森林病虫鼠害发生遏制水平
Ｎ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ｒｏｄｅｎｔｓ ０．６９３ ０．６７９ ０．８００ ０．６６５

森林病虫鼠害技术服务水平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ｒｏｄｅｎｔｓ ０．６０２ ０．７２５ ０．６２６ ０．６３９

～森林病虫鼠害技术服务水平
Ｎｏｎ⁃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ｒｏｄｅｎｔｓ ０．７００ ０．６８８ ０．７３０ ０．６０９

森林碳汇技术服务水平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ｓ ０．６６９ ０．８４５ ０．５６８ ０．６０９

～森林碳汇技术服务水平
Ｎｏｎ⁃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ｓ ０．６９０ ０．６５３ ０．８５６ ０．６８７

劳均林业投资水平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０．５６１ ０．７００ ０．５９０ ０．６２４

～劳均林业投资水平
Ｎｏｎ⁃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０．６９９ ０．６６８ ０．７１７ ０．５８１

　 　 ～表示逻辑运算的非

表 ２　 森林碳汇密度高质量发展的组态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ｈｏｒ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前因条件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１ Ｓ２ａ Ｓ２ｂ Ｓ３ Ｓ４

劳动数字化密集水平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 • • － －

数字化替代转型水平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 Ｏ • •

森林病虫鼠害发生遏制水平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ｒｏｄｅｎｔｓ • • • •

森林病虫鼠害技术服务水平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ｒｏｄｅｎｔｓ Ｏ Ｏ •

森林碳汇技术服务水平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ｓ • • • •

劳均林业投资水平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 • • • Ｏ

典型案例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 宁夏 广东、重庆 湖南 江西 福建、浙江

一致性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０．９１１ ０．９５４ ０．９７１ ０．９７１ ０．９６２

原始覆盖性 Ｒａｗ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２８５ ０．３５７ ０．２７５ ０．２７５ ０．２５７

唯一覆盖性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１６ ０．１４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７

总体解一致性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０．９２６

总体解覆盖度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５３２

　 　 •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不存在；Ｏ 表示边缘条件不存在；空格表示条件可有可无

３６０１　 ２ 期 　 　 　 黄衍　 等：数字化驱动下森林碳汇密度变化的驱动因素及组态路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生态防护型数字化驱动路径：从组态 Ｓ１ 的路径条件以及《“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提
出加强林草有害生物防治可以发现，大数据分析预测，疫情监控管理等数字化技术与地区生物防治、病虫害监

测和管理相结合，可以提升森林碳汇密度，促进林业草原高质量发展。 宁夏作为该路径的典型地区，地处黄土

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是全国重要的生态节点，其干旱少雨、土壤贫瘠等自然环境条件，使得森林病

虫害的威胁较大，被迫形成“生态防护”的刚性需求。 但在技术转型条件相对约束的情况下，宁夏依然通过资

本投入和数字化融合的强协同驱动作用，以生态防护为目标，较好得遏制住了森林病虫鼠害的侵害，实现了高

森林碳汇密度发展。
（２）劳动密集型数字化驱动路径：组态 Ｓ２ａ 和 Ｓ２ｂ 的核心条件一致，但在边缘条件上存在替代关系（Ｓ２ａ

中的非高数字化替代转型水平与 Ｓ２ｂ 中的非高森林病虫鼠害技术服务水平） ［４６］。 这表明在数字化替代转型

水平或森林病虫鼠害技术服务水平不足的条件下，依然可以通过较好的数字化劳动密集规模和林业投资支

持，以及先进的森林碳汇技术能力和高效的病虫鼠害防控水平实现高森林碳汇密度发展。 从组态路径的分析

结果可知，广东省和重庆市的发展具有该类型的显著特征。 广东省和重庆市均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且存在

显著的劳动力密集型林业管理模式。 他们依托其数字化技术的人工应用和劳动资本密集的协同作用，通过较

强的森林碳汇技术服务水平，较好得抑制住了森林病虫鼠害的侵害。
（３）综合替代型数字化驱动路径：组态 Ｓ３ 路径区别于其他路径，以高林业数字化替代转型水平和高森林

病虫鼠害技术服务水平为核心条件的特征，表征出数字化转型对高森林碳汇密度发展的驱动作用。 从组态路

径的分析结果可知，江西省作为该路径的典型地区，近年来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在今年举行的“推动江

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更是提出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当前工作的“一把手工程”。 较高的林业投资

额和数字化技术支撑使得江西省具备了良好的数字化替代其他要素的能力，同时因地处森材线虫病的高发地

区，森林病虫鼠害技术服务能力的提升和全域数字化转型发展使得江西省具有高森林碳汇密度的发展条件。
（４）技术服务型数字化驱动路径：组态 Ｓ４ 路径区别于 Ｓ３ 路径，是更贴合森林病虫鼠害高发生地区的实

践发展模式。 从该路径的典型地区可知，浙江省和福建省作为南方重点集体林区，同时也是森材线虫病的高

发地区，倒逼其利用数字化相关技术进行病虫害检测等技术服务手段。 同时，两省较为发达的经济水平和科

技创新水平为其发展数字化技术和碳汇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条件和优势资源。 与其他路径相比，该路径更

多以技术突破为导向，辅助以数字化转型的要素替代程度，最终实现高森林碳汇密度发展。 这与《“十四五”
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中强化科技创新体系内容相一致，通过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实现重大技术攻关

等措施将数字化工具高效匹配于森林碳汇密度的监测、管理和防治等服务过程。

３　 讨论

３．１　 数字化驱动为何对促进森林碳汇密度提升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特征

从研究结果中看，虽然中国林业数字化投入在逐年增长，但不论从驱动因素分解结果还是主导驱动因素

来看，数字化相关因素的驱动效能并未和数字化投入的大幅度增长现象相匹配，即数字化对促进森林碳汇密

度提升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 具体来看，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 一是数字化应用成本和碳汇的长期效益

不匹配。 数字化技术应用是短周期技术迭代的过程，研究和应用的成本相对较高。 而森林碳汇作为长周期生

态过程，无法实现短期效益的获取，这一点在穆丽亚等［３７］研究林业等相关领域的数字化驱动结论中可以得到

印证。 二是数字化技术应用与碳汇的直接关联较弱。 当前，各地区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林业管理、森林碳汇

等服务时，大多聚焦于资源监管、数据共享和平台应用，而森林碳汇密度作为一个长周期性的自然生产活动，
更依赖于造林、抚育、退化林修复、气候和政策等相关条件的支持。 数字化技术更多只作为辅助作用而并非直

接干预整体过程。
３．２　 “驱动因素识别⁃组态路径分析”的渐进式研究逻辑的合理性和应用性

在组态路径研究中，劳动数字化密集水平和数字化替代转型水平作为“ ＰＣＤＰ⁃ＤＬＳＲ 协同”和“ＤＫ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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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ＭＩＸ 协同”二元模式的对应前因条件，在得到了互斥性特征的研究结论下，满足了前因条件的不包含关系。
并且，在四条数字驱动的组态路径中，不存在某一路径同时包含上述两个核心条件存在的情况，也侧面印证了

二者核心条件和二元模式互斥性结论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即本文提出的“驱动因素识别⁃组态路径分析”的渐

进式研究逻辑的合理性。 驱动因素识别可以识别各区域资源禀赋差异性，组态路径分析可以根据差异性提出

科学的发展路径。 通过上述渐进式研究逻辑，反映了中国数字化转型的区域差异性，折射出了数字化转型的

“多态共存”特征，这一点与邹玉友等［４７］提出数字基础、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多重并发”形成驱动林业高

质量发展这一复杂结果的多元均衡路径相一致。 例如，生态防护型数字化驱动路径和技术服务型数字化驱动

路径在核心条件上的显著差异充分展现了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条件差异下的不同选择，体现了技术条件约束

下两种互补性高森林碳汇密度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３．３　 与现有研究比较分析

本研究以刘兆丹等［４８］、任继勤等［４９］将森林碳汇密度作为碳汇潜力预测与碳储量评估重要指标的工作为

基础，进一步从投入产出结构视角探究了森林碳汇密度的驱动效应，并深入剖析了其作为衡量碳汇容量关键

指标的驱动因素关系。 在社会背景层面，与 Ｘｕ 等［５０］将社会经济因素纳入森林碳汇变化驱动因素考量的研究

相比，本研究融入了数字化驱动的应用背景，更契合当下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系统服务的时代特征，并且在技术

效率与技术变动等关键因素的识别与分析中，还重点融合了数字化要素与森林病虫鼠害要素的技术变革关

系，从而更贴近实际应用场景。 在路径提升方面，相较于刘亦文等［５１］基于土地利用数据和碳密度系数系统分

析长株潭城市群蓝绿空间碳汇组态提升路径的研究，本研究在前因条件的选取与识别上，颠覆了传统因果识

别机制的研究范式，提出并遵循了一条从“因素识别”到“路径建构”的渐进式研究逻辑。 通过量化驱动因素

的相对重要性，科学筛选关键前因条件，并运用组态分析方法揭示多因素协同作用机制，为不同区域、不同发

展阶段的森林碳汇能力提升提供差异化、动态化的实施路径。 在 ＰＤＡ 研究方法上，相较于传统计量经济分析

方法对研究假设的严格要求，ＰＤＡ 方法避免了严格的估计和假设，依靠数据驱动目标对森林碳汇密度变化进

行驱动因素分解，如 Ｈｕａｎｇ 等［４］基于林区异质性视角对森林碳汇密度驱动因素效应进行测度。 与之相比，本
研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性地将数字化技术发展纳入投入产出分析体系，通过测度数字化投入对森林碳汇

密度的驱动效应，系统量化数字化要素对森林碳汇密度的直接驱动效应以及与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深度挖

掘数字化在森林碳汇管理中的实践价值，同时突破既有研究以静态截面分析为主的局限，结合时空维度揭示

驱动因素作用强度的时序演变规律与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拓展了森林碳汇研究的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
３．４　 研究展望

由于受限于相关指标的可得性与数据采集范围，本研究未能涵盖近年最新发展态势。 未来研究中，在数

据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进一步补充更新时序数据，以探究数字化与生态环境作用关系的最新演变特征。 此

外，后续研究需纳入经营模式异质性、资源禀赋差异等多维分析视角，以构建更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化

对数字化赋能生态治理内在机理的系统性认知。

４　 结论

（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中，中国森林碳汇密度呈现小幅度的上升趋势，各地区森林碳汇密度大小为“西部地

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重心转移呈现“东北⁃西南”的转移趋势，移动约 ２７ ｋｍ；林业数字化投入水平呈现整

体上升的发展趋势，重心呈现“东南⁃西北”的转移趋势，移动约 １１８５ ｋｍ。
（２）驱动因素分解方面，数字化相关驱动因素存在“劳动密集型数字化协同驱动”和“数字化替代转型协

同驱动”的二元驱动模式，且该模式存在区域互斥性；森林病虫鼠害相关驱动因素分解中，森林病虫鼠害发生

面积和潜在森林病虫鼠害发生面积的威胁仍较为严重，表征为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特征；其他因素的分解中，劳
均林业投资规模和森林碳汇的技术变动驱动作用相对较强。 省份间主导驱动因素的演变轨迹展现了“资本

深化⁃数字化转型⁃再资本深化”的螺旋发展模式，体现了数字化驱动效能的边际效益递减特征。 地区间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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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因素的演变整体呈现了“东部⁃西部⁃中部”的数字化扩散梯度效应，东部地区的数字化驱动作用最为

显著。
（３）组态路径分析表明，无前因条件是实现森林碳汇密度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生态防护型数字化驱

动路径、劳动密集型数字化驱动路径、综合替代型数字化驱动路径和技术服务型数字化驱动路径是实现高森

林碳汇密度的多重路径。 四条数字化驱动路径中的劳动数字化密集水平和数字化替代转型水平核心条件满

足驱动因素分解结论中二元驱动模式的互斥性特征。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对中国森林碳汇密度高质量发展，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１）重构数字化投入结构，提升数字化驱动效能边际效益。 建议在“劳动密集型数字化协同”发展模式地

区，构建差异化森林碳汇数字化政策体系，建立劳动密集型与数字化转型的梯度协同机制；在“数字化替代转

型协同”发展模式地区，提升相关设备和技术的普及度和实用度，同时将数字化人才体系纳入长期发展的体

制机制当中，促进森林碳汇密度数字化要素的全域覆盖。
（２）完善多路径适配机制，构建动态治理体系。 建议针对生态防护型数字化驱动路径，加大财政转移支

付力度，优先保障基础性生态修复工程；针对劳动密集型数字化驱动路径，提升劳动力的数字化、信息服务能

力。 针对综合替代型数字化驱动路径，有效提升数字化要素与其他要素的配置效率，扩大数字化要素的替代

作用；针对技术服务型数字化驱动路径，强化碳汇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研发的“再深入”研发力度，重点突破碳

汇计量算法瓶颈。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朱教君， 高添， 于立忠， 杨凯， 孙涛， 卢德亮， 刘志华， 楚瀛东， 张金鑫， 滕德雄， 朱苑， 孙一荣， 王绪高， 王高峰． 森林生态系统碳汇：

概念、时间效应与提升途径．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２４， ３５（９）： ２３１３⁃２３２１．

［ ２ ］ 　 刘世荣， 王晖， 李海奎， 余振， 栾军伟．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森林碳储量、碳汇变化预估与潜力提升途径． 林业科学， ２０２４， ６０（ ４）：

１５７⁃１７２．

［ ３ ］ 　 张玥， 方世南．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学术探索， ２０２５， （５）： ４４⁃５２．

［ ４ ］ 　 Ｈｕａｎｇ Ｙ， Ｚｈａｎｇ Ｍ Ｊ， Ｗｕ Ｎ， Ｌｉｎ Ｊ Ｈ．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ｒｅａ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２５， ９８： １０２１６２．

［ ５ ］ 　 Ｗａｎｇ Ｌ Ｐ， Ｃｈｅｎ Ｌ Ｊ， Ｌｏｎｇ Ｙ， Ｌｉ Ｃ．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０６６８⁃０２４⁃０５４２４⁃５．

［ ６ ］ 　 李波， 王春妤， 张俊飚． 中国农业净碳汇效率动态演进与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９， ２９（１２）： ６８⁃７６．

［ ７ ］ 　 Ｖｉｌｋｏｖ Ａ， Ｔｉａｎ 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Ｆｏｒｅｓｔｓ， ２０２４， １５（４）： ６４９．

［ ８ ］ 　 黄衍， 陈丽烨， 吴楠， 王应明， 戴永务． 基于效率补偿机制的区间标杆面研究———以森林碳汇效率为例． 中国管理科学， ２０２３， ３１（１２）：

３１７⁃３２８．

［ ９ ］ 　 张启航， 张亚连， 谭桂菲， 黄崇超， 袁宝龙． 中国林业碳汇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基于三阶段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模型．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４， ４４（１５）： ６７６９⁃６７８２．

［１０］ 　 Ｗｅｉ Ｊ Ｍ， Ｓｈｅｎ Ｍ 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２２， １４

（１８）： １１１５５．

［１１］ 　 Ｃａｎａｄｅｌｌ Ｊ Ｇ， Ｒａｕｐａｃｈ Ｍ Ｒ．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３２０（５８８２）： １４５６⁃１４５７．

［１２］ 　 Ｚｈｕ Ｈ Ｇ， Ｃａｉ Ｙ Ｌ， Ｌｉｎ Ｈ， Ｔｉａｎ Ｙ Ｃ．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２２， １９（２１）： １４３３４．

［１３］ 　 杨林， 李航飞． 广东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碳源、碳汇及面源污染三重视角．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２０２４， ４５（６）：

９７５⁃９８１．

［１４］ 　 陈汝婷， 迟德富． 病虫害干扰对森林碳汇影响的研究进展． 林业科学， ２０２５， ６１（２）： １⁃１１．

［１５］ 　 蒋卓秘， 曾维忠， 杨帆， 杨浩． 森林碳汇社区参与功能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生态经济， ２０２０， ３６（４）： ３５⁃３８， ４９．

［１６］ 　 付伟， 李龙， 罗明灿， 陈建成， 王福利． 省域视角下中国森林碳汇空间外溢效应与影响因素．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３， ４３（１０）： ４０７４⁃４０８５．

［１７］ 　 姚仁福， 胡珠珠， 贯君． 森林碳汇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林业经济问题， ２０２２， ４２（１）：７３⁃７９．

［１８］ 　 Ｈａｏ Ｙ， Ｘｕ Ｙ Ｌ， Ｚｈａｎｇ Ｊ Ｊ， Ｈｕ Ｘ Ｌ， Ｈｕａｎｇ Ｊ Ｂ， Ｃｈａｎｇ Ｃ Ｐ， Ｇｕｏ Ｙ 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６６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６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２１４： ８４８⁃８５９．

［１９］ 　 张颖， 孟娜， 姜逸菲． 中国森林碳汇与林业经济发展耦合及长期变化特征分析．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４４（１０）： １２９⁃１４１．

［２０］ 　 黄衍， 汪佳伟． 新质生产力赋能森林碳汇高质量发展． 中国绿色时报， ２０２４⁃０４⁃２４（３） ．

［２１］ 　 徐彩瑶， 孔凡斌．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２４， ３４（１１）： １６３⁃１７７．

［２２］ 　 全阳， 温艳萍， 崔希洙． 数字经济对林业碳汇增量影响及路径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林业经济， ２０２３， ４５（９）： ２３⁃３８．

［２３］ 　 王韶华， 成梦瑞， 张伟， 杨颖． 数字经济对我国碳中和能力的影响研究． 华东经济管理， ２０２４， ３８（７）： １０３⁃１１６．

［２４］ 　 Ｃｕｉ Ｈ Ｙ， Ｃａｏ Ｙ Ｑ， Ｚｈａｎｇ Ｃ．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３， ３０（２９）： ７３２９９⁃７３３２０．

［２５］ 　 Ｗａｎｇ Ｙ Ｔ， Ｙｕａｎ Ｙ Ｋ， Ｑｉａｎ Ｘ， Ｃｈｉ Ｙ 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４， １２： １４３８９２７．

［２６］ 　 宋丽婷， 王佳吉． 森林碳汇数字化管理水平区域差异与分布动态． 金融与经济， ２０２５， （３）： ８５⁃９４．

［２７］ 　 白玉玲， 陈佳， 尹莎， 李润阳， 杨新军． 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山区乡村韧性演变及影响因素———以陕南秦巴山区为例．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４，

４４（１９）： ８７９８⁃８８１１．

［２８］ 　 舒心， 夏楚瑜， 李艳， 童菊儿， 史舟． 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与城市用地增长及形态的关系．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８， ３８（１７）： ６３０２⁃６３１３．

［２９］ 　 Ｚｈｏｕ Ｙ， Ｈｕ Ｄ， Ｗａｎｇ Ｔ， Ｔｉａｎ Ｈ， Ｇａｎ Ｌ．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２３， ４１９： １３８２４３．

［３０］ 　 白俊红， 蒋伏心． 考虑环境因素的区域创新效率研究———基于三阶段 ＤＥＡ 方法． 财贸经济， ２０１１， ３２（１０）： １０４⁃１１２， １３６．

［３１］ 　 周鹏， 吴菲， 张露平． 能源与环境绩效测度理论及方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３２］ 　 Ｗａｎｇ Ｈ， Ｚｈｏｕ Ｐ． Ｍｕｌｔｉ⁃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７４： ３１０⁃３２０．

［３３］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ＱＣＡ）：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７， ３３（６）： １５５⁃１６７．

［３４］ 　 刘亦文， 王堉茜． 长江经济带生态旅游效率时空演化及组态提升路径．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５， ４５（３）： １１５４⁃１１７１．

［３５］ 　 陈永喆， 冯晓明， 傅伯杰． 中国森林地上和地下植被碳储量数据集（２００２—２０２１）． 国家青藏高原数据中心， ２０２３．

［３６］ 　 Ｗｅｉ Ｑ Ｌ， Ｚｈａｎｇ Ｊ Ｚ， Ｚｈａｎｇ Ｘ Ｓ．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ＤＥ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ｉｎｐｕｔｓ ／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０， １２１（１）：

１５１⁃１６３．

［３７］ 　 穆亚丽， 王浩， 杨红强， 孔凡斌． 农村数字化发展能否提升林业经济韧性———基于 ３０ 个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林业科学， ２０２４， ６０

（５）： ５１⁃６６．

［３８］ 　 张朝辉， 李雅杰． 基于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和 ｆｓＱＣＡ 集成分析的区域生态系统服务耦合态势及驱动力研究．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５，４５（８）： ３８４９⁃３８６１．

［３９］ 　 郭秀琪， 李如霞， 刘妍． 河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障碍因素分析．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２０２４， ４５（３）： ２０７⁃２１７．

［４０］ 　 杜运周， 刘秋辰， 程建青． 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 ———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 管理世界， ２０２０， ３６（ ９）：

１４１⁃１５５．

［４１］ 　 Ｇｒｅｃｋｈａｍｅｒ Ｔ， Ｆｕｒｎａｒｉ Ｓ， Ｆｉｓｓ Ｐ Ｃ， Ａｇｕｉｌｅｒａ Ｒ Ｖ．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１６（４）： ４８２⁃４９５．

［４２］ 　 罗公利， 王晓彤． 低碳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机制研究———基于 ｆｓＱＣＡ 范式分析视角．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２０２４， ４５（５）： ９２⁃１０４．

［４３］ 　 Ｆｉｓｓ Ｐ Ｃ．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ａｕｓ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 ｆｕｚｚｙ ｓｅ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１， ５４

（２）： ３９３⁃４２０．

［４４］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Ｃ Ｑ， Ｗａｇｅｍａｎｎ Ｃ． Ｓｅ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２．

［４５］ 　 樊霞， 李芷珊． 如何在研发国际化中实现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 ＳＣＰ 范式的组态分析． 研究与发展管理， ２０２１， ３３（５）： ６７⁃７８．

［４６］ 　 杜运周， 刘秋辰， 陈凯薇， 肖仁桥， 李姗姗． 营商环境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多元模式—基于复杂系统观的组态分析．

管理世界， ２０２２， ３８（９）： １２７⁃１４５．

［４７］ 　 邹玉友， 袁欢， 孔蓝蓝， 田国双． 数字经济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多元组态路径研究．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２０２５， ２４（２）： ２２５⁃２３４．

［４８］ 　 刘兆丹， 李斌， 方晰， 项文化， 田大伦， 闫文德， 雷丕锋． 湖南省森林植被碳储量、碳密度动态特征．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６， ３６（ ２１）：

６８９７⁃６９０８．

［４９］ 　 任继勤， 夏景阳． 基于碳密度———林龄关系的黑龙江省森林碳汇潜力预测． 环境科学研究， ２０１７， ３０（４）： ５５２⁃５５８．

［５０］ 　 Ｘｕ Ｃ， Ｗａｎｇ Ｂ Ｊ， Ｃｈｅｎ Ｊ 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ｍｅｍｏ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２２， ３５９： １３２０８５．

［５１］ 　 刘亦文，李桢枭，颜建军．长株潭城市群蓝绿空间碳汇时空演化与组态提升路径．生态学报，２０２５，４５（１５）：７３４９⁃７３６１．

７６０１　 ２ 期 　 　 　 黄衍　 等：数字化驱动下森林碳汇密度变化的驱动因素及组态路径 　


